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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水淹深度对鄱阳湖洲滩湿地植物生长及营养繁殖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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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水淹深度是影响湿地植物生长和繁殖的关键因子，不同湿地植物对淹水深度存在着不同响应。 然而，在水情不断变化的

背景下，鄱阳湖洲滩湿地植物种群和群落如何变化还不清楚。 为了探究淹水深度对湿地植物生长的影响，并预测鄱阳湖洲滩湿

地植被分布的趋势，采用控制实验模拟了不同水淹深度（０、０．５、１ ｍ 和 ２ ｍ）下鄱阳湖湿地 ３ 种优势植物（灰化薹草（Ｃａｒｅｘ
ｃｉｎｅｒａｓｃｅｎｓ）、南荻（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 ｌｕｔａｒｉｏｒｉｐａｒｉｕｓ）和虉草（Ｐｈａｌａｒｉｓ 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ｃｅａ））的生长和繁殖情况。 实验结果表明：１）水淹对灰化

薹草总生物量的影响最显著。 遭受水淹时，灰化薹草把大部分的生物量集中在地下部分；随着水淹深度逐渐增加，南荻的生物

量逐渐减少；不同深度水淹对虉草生物量没有产生显著影响（Ｐ＞０．０５）。 就生物量而言，虉草对水淹的适应性强于其它两种植

物。 ２）不同水淹深度下，灰化薹草的株高都显著降低；而南荻只在 ２ ｍ 水淹梯度下株高才显著降低。 在枯水年时，下降的水位

有利于南荻向较低高程迁移。 ３）不同深度水淹对灰化薹草的分株没有产生显著影响（Ｐ＞０．０５）；而虉草在经过 ２ ｍ 水淹后分株

数显著高于其它水淹深度。 在丰水年时，相比于灰化薹草和南荻，升高的水位对虉草的繁殖影响较小。 在一个水位周期性变化

的湿地生态系统中，不同深度的水淹对植物的生长及退水后的繁殖产生了严重影响，本研究结果为预测水文变化对湿地植被的

生存和分布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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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对水质净化和生物多样性维持起着重要的作用。 水位变化是制约湿地植被生长与

分布的关键因素［１］。 周期性水位波动使得湿地系统分为丰水期的淹水状态和枯水期的陆生状态。 在枯水

期，大部分湿地植物开始露出水面，分布在较高高程的植被将遭受季节性干旱的影响。 已有大量的研究表明，
季节性干旱对湿地植被的生长繁殖和在洲滩上的分布格局有着重要的作用［２⁃３］。 干旱使得植物的叶片最先

受到影响，一些湿地植物通过减少叶面积的方式适应这种外界胁迫［４］；随着季节性干旱的延长，湿地植物的

繁殖方式可能发生改变，转变为种子繁殖［５］。 繁殖策略的改变对湿地植物的分布有着深远的影响。 进入丰

水期，湿地植被开始经历不同深度水淹胁迫。 当前，虽然已有一些研究集中在水位变化对一个物种的影响，但
对分布于相邻高程的多个物种的研究还是比较少的。

鄱阳湖是我国最大的淡水湖和国际重要湿地，年内和年际之间都有着高变幅水位，其周期性水位变化对

湿地植物群落的变化及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具有重要意义［６］。 近年来，由于气候变化及水利枢工程等人为因

素的影响，鄱阳湖低枯水位频繁，对鄱阳湖湿地生态系统产生了显著的影响［７］。 已有大量的研究对鄱阳湖水

文波动［８］，水体富营养化［９⁃１０］，鱼类资源和候鸟种群动态进行了分析讨论［１１⁃１３］，而水文情势的变化对鄱阳湖洲

滩植被的影响研究还是相对较少的，特别是在低枯水位下，鄱阳湖洲滩湿地植物种群和群落如何变化还不清

楚。 鄱阳湖水文情势的变化主要表现为秋冬季枯水期延长，春夏季丰水期水位降低。 而对湿地植物而言，主
要体现为淹水时长和淹水深度的变化。 随着水淹深度的不断增加，光照和氧气成为制约植物生长的主要因

素［１４］。 在这种环境下，植物的形态特征、生理生化特征、繁殖方式都会产生不同的变化。 这种变化终将影响

湿地植物间的竞争关系和群落组成。
灰化薹草（Ｃａｒｅｘ ｃｉｎｅｒａｓｃｅｎｓ）、南荻（Ｍｉｓｃａｎｔｈｕｓ ｌｕｔａｒｉｏｒｉｐａｒｉｕｓ）与虉草（Ｐｈａｌａｒｉｓ 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ｃｅａ）是鄱阳湖洲滩

的优势植物物种，同时也是鄱阳湖生态系统重要的组成部分［１５］。 这些植物是鄱阳湖重要碳源，其嫩芽也是植

食性候鸟主要的食物来源［１６］。 在枯水期，鄱阳湖有着广袤的洲滩面积，３ 种优势物种呈带状分布于不同水位

高程的洲滩上［１７］。 南荻的分布高程是 １４—１６ ｍ；薹草群落分布的高程是 １２—１５ ｍ；虉草的分布高程是 １１—
１２ ｍ［１８⁃１９］（黄海高程，下同）。 鄱阳湖近年来呈现出丰水期水位低，枯水期延长的现象［２０］，严重影响了鄱阳湖

植被的分布［２１］。 薹草群落分布下限沿高程往湖中心下移了 ３ ｍ，芦苇、南荻群落也向低水位区移动了 １
ｍ［１８］。 虽然已有研究表明，水位的异常波动是造成鄱阳湖洲滩优势物种分布下移的主要原因，但是水位变化

如何改变鄱阳湖优势物种的分布还不清楚。 本研究假设洲滩主要优势物种灰化薹草、南荻、虉草对不同深度

的水淹具有不同的响应策略，从而形成洲滩湿地植被带。 通过模拟实验，监测 ３ 种优势物种在不同水位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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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株高、分株数、芽数、生物量的变化，对假设进行验证，以阐明植被分布变化的机制，为鄱阳湖植被恢复提供

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实验材料

灰化薹草是莎草科多年生草本植物，花果期为 ４—５ 月；南荻是禾本科多年生草本，花果期为 ８—１１ 月；虉
草是禾本科多年生草本，花果期为 ６—８ 月［２２］。
１．２　 实验方法

１．２．１　 实验处理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上旬，在江西南矶山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２８°５２′５″—２９°６′５０″Ｎ，１１６°１０′３３″—１１６°２５′５″Ｅ）
的东湖采集灰化薹草、南荻、虉草各 ５ 大盆（１００ ｃｍ×６０ ｃｍ），移入植物园进行培养。 两个月后，在这些培育盆

内分别选取长势良好，根系大小相近的灰化薹草、南荻、虉草的无性系分株各 ３０ 株，去掉已存在的芽，记录每

株植株的株高和生物量。 将这些无性分株移栽到直径 １７ ｃｍ，高 ２０ ｃｍ 的圆形花盆中，每盆 １ 株。 花盆里土壤

厚度为 １９ ｃｍ，土壤取自鄱阳湖南矶山滩涂并经过了充分混匀。 所有植株在湿润的环境中培养 １ 周，使其长

势稳定，于 ２０１６ 年 ５ 月 ８ 日移入设置有 ０、０．５、１、２ ｍ 的 ４ 个不同梯度的实验水池（实验水池中水体透明度

（１．５—１．７ ｍ）良好）中。 在不同梯度上，每个物种放置 ５ 盆（０ ｍ 表示没有被水淹，但保持湿润的梯度）。 每个

月记录所有花盆中植株的株高和分株数。 约 ４ 个月后（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８ 日），把 ０．５、１、２ ｍ 的 ３ 个梯度的灰化薹

草、南荻、虉草移到 ０ ｍ 的梯度上，每隔 １５ ｄ 继续记录 ４ 个梯度各植株的株高和分株数，模拟在退水后，３ 种植

株的生长情况。 于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８ 日对所有植株进行收获，统计株高、分株数、地下芽数。 然后把所有植株分

成地上和地下部分，在 １０５℃进行烘干，计算地上部分和地下部分的干重。
１．２．３　 水位控制

所有的实验组都在同一实验水池中，接收的光照相同（相同水淹梯度），并且每天固定时间补水以保持恒

定水深。 每隔 １ 个星期记录实验池的叶绿素含量和水温，每隔 １５ ｄ 换水（通过以相同流速同时进行蓄水和放

水的方式）。 水淹 ４ 个月后，移到 ０ ｍ 的水位梯度上，接收自然光照。
１．２．４　 数据处理

由于灰化薹草是丛生的，生长后期观察其分株数比较困难。 所以我们选择植丛周长作为代表分株能力的

观测指标［２３］。
所有数据用 Ｅｘｃｅｌ 整理后，制成图表。 数据的统计分析使用 ＳＰＳＳ ２１．０，对株高、分株数的数据分析采用重

复测量方差分析（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ＡＮＶＯＡ）；生物量和地下芽数采用单因数方差分析，在 ９５％的置信度水平

上，用 ＬＳＤ 显著性检验方法比较不同水淹梯度间的差异。

２　 结果

２．１　 不同水淹梯度对生物量的影响

在 １２ 月份收获灰化薹草、南荻、虉草，烘干称重，分别对三者的总生物量、地上生物量、地下生物量进行单

因素方差分析。 可以看出，灰化薹草在 ０ ｍ 梯度上，无论是总生物量，还是地上、地下生物量都显著高于其它

３ 个处于水淹的梯度（Ｐ＜０．０５），而处于水淹的 ３ 个梯度之间差异不明显（Ｐ＞０．０５），在 ０ ｍ 梯度上灰化薹草总

生物量是 ２２．９０ ｇ 而地下部分的生物量就达到 １９．３６ ｇ（图 １ａ）；同样，在 ０ ｍ 梯度上，南荻总生物量和地下生物

量显著高于处于水淹的 ３ 个梯度（Ｐ＜０．０５），但是处于水淹的 ３ 个梯度开始出现不同。 处于 ２ ｍ 梯度的南荻

总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最少，而地上生物量在 ０ ｍ 和 ０．５ ｍ 之间没有明显的差异（Ｐ＞０．０５）。 ０ ｍ 梯度上南荻

的总生物量是 １５．２７ ｇ，而地下生物量达到 １１．６４ ｇ（图 １ｂ）；虉草的总生物量和地下生物量随水位梯度变化没

有明显差异（Ｐ＞０．０５），处于 ２ ｍ 水淹梯度上的虉草地上生物量和 ０ ｍ 梯度上的没有显著差异（Ｐ＞０．０５）。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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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０ ｍ 梯度上虉草的总生物量是 ４．２０ ｇ，而地下生物量达到 ３．２１ ｇ（图 １ｃ）。

图 １　 不同水淹梯度下 ３ 种优势植物生物量的分布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ｂｉｏｍａｓ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ｈｒｅ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ｓ

２．２　 水淹处理对植物株高的影响

３ 种优势物种株高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表明：水淹处理和时间对灰化薹草和虉草的株高都有显著影响，
而南荻的株高主要受水淹处理的影响（表 １）。 具体表现为：处于不同梯度水淹胁迫下的灰化薹草，经过一段

时期的适应后，０ ｍ 的灰化薹草株高随时间逐渐升高，而 ０．５、１、２ ｍ 的灰化薹草株高先升高然后逐渐下降，但
依然保持活力。 退水后，处于水淹梯度上的灰化薹草迅速生长，株高逐渐升高，最高达到 ４６．８４ ｃｍ，但三者之

间没有显著差别（Ｐ＜０．０５）（图 ２ａ）。 南荻株高对水淹胁迫的反应与灰化薹草不同，在 ０、０．５、１ ｍ 的 ３ 个梯度

上，不管是处于水淹胁迫还是进入恢复生长期，株高随时间没有显著变化（Ｐ＞０．０５）。 只有在 ２ ｍ 的水淹梯度

上，南荻的叶子凋落，株高随时间逐渐下降，最低降至 ４３．００ ｃｍ；退水后，处于 ２ ｍ 水淹梯度的南荻主枝枯黄，
分株开始萌发或者从枯黄的主枝开始长出新的分枝，而在 ０．５ ｍ 水淹梯度上的南荻株高最高，达到 ８４．１２ ｃｍ
（图 ２ｂ）。 虉草在 ０、０．５、１ ｍ 的梯度上，株高先升高，然后下降；２ ｍ 梯度上，株高逐渐下降。 退水后，０．５、１、２
ｍ 梯度上植株主干逐渐枯萎，株高最低降至 １０．６６ ｃｍ，然后分株开始迅速萌发生长。 在 ０ ｍ 梯度上，虉草株高

最高达到 ３６．７６ ｃｍ（图 ２ｃ）。

表 １　 不同水淹梯度下株高随着时间变化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ｎ＝ ５）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ＡＮＯＶ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ｉｍｅ ｏｎ ｈｅｉｇｈｔ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ｓ （ｎ＝ ５）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灰化薹草 Ｃ． ｃｉｎｅｒａｓｃｅｎｓ 南荻 Ｍ． ｌｕｔａｒｉｏｒｉｐａｒｉｕｓ 虉草 Ｐ． 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ｃｅａ

ｄｆ 均方 Ｆ ｓｉｇ ｄｆ 均方 Ｆ ｓｉｇ ｄｆ 均方 Ｆ ｓｉｇ

水淹处理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３ ３５３１．７１ １８．０７ ０．０００ ３ ５３５０．８３ ８．３１ ．００１ ３ ３０４２．６９ ２６．４０ ０．０００

时间 Ｔｉｍｅ ８ ２００１．０９ ７４．０５ ０．０００ ８ １７１．９３ １．５０ ．１６２ ８ ３１５９．１０ １８９．２１ ０．０００

水淹处理×时间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ｉｍｅ ２４ １１７．３９ ４．３４ ０．０００ ２４ １８７．８０ １．６４ ．０４２ ２４ ２３８．７２ １４．３０ ０．０００

　 　 显著 Ｐ＜０．０５

２．３　 水淹处理对植物分株数的影响

对灰化薹草的植丛周长，南荻和虉草的分株数做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处理时间对三者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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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不同水淹梯度下 ３ 种优势植物株高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２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ｉｍｅ ｏｎ ｈｅｉｇｈｔ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ｓ

虚线右侧表示恢复生长期

显著影响；不同处理梯度下，只有灰化薹草的植丛周长有显著影响，而南荻和虉草的分株株数无明显变化（表
２）。 从 ９ 月份开始，进入恢复生长期，不同处理梯度上，灰化薹草的植丛周长随时间逐渐增加，但 ３ 个水淹梯

度间差异不显著（Ｐ＜０．０５）（图 ３ａ）。 处于水淹胁迫下，南荻的分株不明显，只有在 ０．５ ｍ 的梯度上有少许分

株。 而退水后，分株数逐渐增多，并且不同处理梯度上有明显不同（Ｐ＜０．０５），处于 ０．５ ｍ 梯度上分株最多（图
３ｂ）。 不同水淹处理的虉草也没有分株。 退水后，分株数逐渐增多，不同处理梯度间有明显不同（Ｐ＞０．０５）。
处于 ２ ｍ 水淹梯度上，虉草分株最多（图 ３ｃ）。

表 ２　 不同水淹梯度下分株数随着时间的变化的重复测量方差分析（ｎ＝ ５）
Ｔａｂｌｅ ２　 Ｒｅｐｅａｔｅ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ＡＮＯＶＡ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ｉｍｅ ｏ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ａｍｅｔ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ｓ （ｎ＝ ５）

物种
Ｓｐｅｃｉｅｓ

灰化薹草 Ｃ． ｃｉｎｅｒａｓｃｅｎｓ 南荻 Ｍ． ｌｕｔａｒｉｏｒｉｐａｒｉｕｓ 虉草 Ｐ． ａｒｕｎｄｉｎａｃｅａ

ｄｆ 均方 Ｆ ｓｉｇ ｄｆ 均方 Ｆ ｓｉｇ ｄｆ 均方 Ｆ ｓｉｇ

水位梯度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３ ６５．６７ １６．９１ ０．０００ ３ ２１．２２ １．８８ ０．１７４ ３ ３．２２ １．１３ ０．３７

时间 Ｔｉｍｅ ８ ４１．９３ ７４．０８ ０．０００ ８ ３３．１２ １７．７１ ０．０００ ８ ２０．６８ ２７．６６ ０．００

水位梯度×时间
Ｗａｔｅｒ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ｔｉｍｅ ２４ １．６４ ２．８９ ０．０００ ２４ ２．６４ １．４１ ０．１１５ ２４ ．６６ ０．８８ ０．６３

　 　 显著 Ｐ＜０．０５

２．４　 不同水淹梯度对地下芽数的影响

在 １２ 月份收获，统计 ３ 种优势种地下芽数，并且对不同处理梯度下的芽数做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表

明：处于水淹环境下（０．５、１、２ ｍ）的灰化薹草地下芽数不低于对照组（０ ｍ），但是只有淹水深度为 １ ｍ 时的地

下芽数显著高于对照组，而处于水淹环境下的 ３ 个梯度间芽数变化不明显（Ｐ＞０．０５）；南荻和虉草地下芽数随

水淹梯度变化有相同的趋势，处于 ０ ｍ 梯度的地下芽数高于其余 ３ 个梯度（图 ４）。

３　 讨论

水文过程是制约湿地植物生长和分布的主要因素。 在丰水期，鄱阳湖洲滩不同高程的植被遭受到不同强

５　 ９ 期 　 　 　 李文　 等：不同水淹深度对鄱阳湖洲滩湿地植物生长及营养繁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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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３　 在不同水淹梯度下 ３ 种优势物种的分株数随时间的变化

Ｆｉｇ．３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ｔｉｍｅ ｏｎ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ｒａｍｅｔ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ｓ

虚线右侧表示恢复生长期

图 ４　 不同水淹梯度下 ３ 种优势植物地下芽数

Ｆｉｇ．４　 Ｔｈｅ ｎｕｍｂｅｒ ｏｆ ｂｕｄｓ ｏｆ ｔｈｒｅｅ ｄｏｍｉｎａｎｔ ｓｐｅｃｉｅｓ ｉｎ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ｗａｔｅｒ ｄｅｐｔｈｓ

柱状图代表平均数±标准误；不同字母表示水位间差异显著

度的水淹，低高程的植被更容易被水淹，水淹时间也更长。 长期处于这种梯度水淹的环境中，植物的功能性状

会发生一些适应性的改变［１４］。 湿地植物的地上部分是对水位梯度最直接的响应，通过改变株高、节间距、分
枝数、叶面积等来适应这种胁迫环境［２４］。 大量研究表明，植物本身适应环境改变的能力和策略决定了其生存

和分布的范围［２５］。 近年来，鄱阳湖低枯水位现象明显，对洲滩植被的生长和分布产生了严重影响［１８］。

６ 　 生　 态　 学　 报　 　 　 ３８ 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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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量的变化是湿地植物应对外界环境改变的综合响应［２６］。 植物往往会通过最优的生物量分配比来获

得更多的资源，从而度过像水淹这样的胁迫环境［２７］。 本研究发现，水淹总体上是使得 ３ 种植物的生物量下

降，但是生物量在水深梯度上下降的趋势是不同的。 灰化薹草生物量在淹水和不淹水条件下，生物量有着巨

大差异，但是不同的淹水梯度间却没有差异，结合灰化薹草的株高和分株变化可以看出灰化薹草对水淹胁迫

采取的是耐受机制，一旦被水淹没，生物量集中在地下部分［２８］，即进入休眠状态。 南荻的生物量随水淹深度

的增加而减小，同时它的株高在较浅水深时是增加的，因而主要采取了一种逃逸的策略，但是水深继续增加

时，它的光合作用下降，不足以支撑株高的快速增加，叶片凋落，从而也进入休眠状态。 虉草由于其茎秆纤弱，
它的策略和灰化薹草策略相似，也采用耐受的策略，但其在不同梯度上生物量的差异不显著，表明虉草可以在

退水后快速生长。 鄱阳湖有着广袤的洲滩面积，丰水期，不同高程的植被遭受到不同深度的水淹，长期处于这

种生境中，每种植被形成了自己最适的生物量分配策略。 一旦水位发生变化，植被将面临新的水淹深度，而生

物量的适应策略将决定其在新的水淹深度是否生存与及分布界限。
鄱阳湖洲滩 ３ 种优势物种的生长对不同水位梯度有不同的响应。 灰化薹草在 ０．５、１、２ ｍ 的水淹梯度上，

株高逐渐降低。 从生物量的变化可以看出，灰化薹草只要淹与不淹的区别。 灰化薹草没有明显的茎，一旦被

水淹后，为了减少淹水期呼吸作用消耗的能量，灰化薹草的叶片开始枯萎，株高逐渐降低［２９］。 而南荻只要在

２ ｍ 的水淹梯度上，株高才显著降低，并且遭受 ２ ｍ 水淹后，南荻的恢复生长受到抑制。 南荻主茎明显，一定

水淹梯度下，茎节快速增加，使更多的叶片露出水面，增加光合作用［３０］。 但是水淹深度继续增加时，这种高风

险的策略使得南荻植株遭受较大的伤害［３１］，影响退水后的恢复生长。 当处于枯水年时，鄱阳湖丰水期水位

低，原本受到抑制的南荻可以正常生长，南荻群落随之向较低的高程扩张。 虽然这种低水位波动对灰化薹草

的生长不会产生显著影响，但是随着南荻群落分布下移，与薹草群落的种间竞争愈加激烈。 为了缓和这种竞

争，灰化薹草会向较低高程区域迁移。
在水位不断波动的背景下，湿地植物生长和繁殖的响应往往决定了其分布格局［３２］。 不同深度的水淹对

灰化薹草植丛周长的增加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灰化薹草有发达的根状茎，水淹后，通过把大部分营养集中在

地下部分而耐受不同深度的水淹。 在野外环境中，退水后只有灰化薹草地下芽可以再次生长，进入“秋草”
期。 由于不同深度水淹对灰化薹草的繁殖没有产生显著影响。 所以，鄱阳湖洲滩上灰化薹草的分布范围最

广；虽然退水后，虉草大多以立枯的形式分布在洲滩上，但模拟实验中虉草的分株数在不同水淹梯度上有明显

不同。 处于 ２ｍ 水深的虉草分株数达到最多。 有些湿地植物遭受一定深度的水淹后，会把更多的营养以芽的

形式储存起来［３３］。 虉草是一种对水淹有很强适应性的禾本科植物。 在野外调查发现，退水后，虉草地下芽库

的密度大于相邻高程的薹草和廖科植物［３４］。 当处于丰水年时，鄱阳水位升高，不同高程的植被遭受更深的水

淹胁迫。 这种高水位变化对虉草繁殖的影响较小，退水后，虉草的地下芽可以向更高的高程扩张。
近年来，鄱阳湖水位变化明显。 在这种背景下，研究不同水淹深度下鄱阳湖洲滩优势物种的生长显得尤

为重要。 灰化薹草、南荻、虉草在不同水位下的生长特征和繁殖策略是预测其生存和分布的重要线索。 灰化

薹草通过发达的根状茎，可以耐受更深的水淹，使得灰化薹草在鄱阳湖洲滩不同高程有广阔的分布；南荻在水

深超过 ０．５ ｍ 后，分株开始受到抑制。 所以南荻分布的范围接近较高的高程；虉草在遭受 ２ ｍ 的水淹后，分株

数没有减少，并且可以良好的生长，说明虉草适宜高程较低的生境。 本文从个体水平上研究鄱阳湖洲滩三种

优势物种在不同水淹梯度下的响应，对于理解植被处于水位波动环境下的生长变化有很深远的意义。 但想要

全面掌握植被在这种变化生境中的分布规律，后期的研究重点应放在种间和种内关系上。 水位波动不仅会影

响植物的个体生长，而且会改变植物种间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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